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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同報》建構之在華官員關係網
及其影響初探*

宋豔華

［提　 要］ 　 《大同報》是廣學會在華創辦的一份社會科學綜合性刊物，其發行範圍幾近遍佈全國，這
與中國官員的襄助密不可分。 晚清，中國官員接受《大同報》以報入像、來函登載的營銷策略，通過

塑造良好的報刊形象來抬升社會地位。 《大同報》則憑藉官員代銷制的實施，將發行系統深入到地

方府縣一級，並在中國官員群體中形成制度化閱讀。 兩者在共贏利益的驅動下，建構了彼此成就的

互動關係網，直至辛亥革命爆發致使關係中斷。 民初，《大同報》調整發行策略，通過加強與讀者、其

它報社間的互動來重構閱讀共同體，並藉由慶典再度與中國官員建立聯繫。 然而，媒介的持續運營

依賴於政治權力機制的穩定。 最終，在官員更迭頻繁的社會變革時期，《大同報》的運營戛然而止。

《大同報》建構在華官員網的過程，折射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之下大眾媒介與政治權力博弈與合作

的場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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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刊作為獨特的知識空間，在近代中國文化傳播過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是開啟民智的重

要工具，亦是報人引導社會輿論的重要載體。 廣學會總幹事李提摩太（Timothy Richard）認為，只要

掌控中國報刊出版的話語權，“我們就控制了這個國家的頭和背脊骨”。①《大同報》是 20 世紀初被

廣學會用來代替《萬國公報》，繼續在中國菁英階層宣傳社會改良思想的綜合性報刊。 有學者認

為，“與之前傳教士報刊閱讀情況不一樣的是，《時務報》開創了‘制度化’閱讀的前例，它得到了諸

多地方督撫的強力支持。”②就此而言，《大同報》實有過之，它雖由傳教士倡辦，卻通過官員代銷制

建構起共贏的互動關係網，使得該報在清末民初的官員群體中廣為傳閱。
媒介社會學學者邁克爾·舒德森（Michael Schudson）曾言，“新聞業的變遷，與廣闊的社會、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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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和政治的轉變有着密切的關係”。③近代中國報刊媒介的崛起與發展深受社會變革的影響，《大同

報》即為縮影。 它不僅行隨事遷地調整發行策略，亦積極參與到構建社會的歷程之中。 廣學會如

何在《大同報》發行過程中建構社會關係網，贏得官員群體的認同？ 《大同報》的發行策略與閱報

者、時代脈絡之間有何關聯？ 閱報者披覽《大同報》文本內容之後，有何閱讀感受？ 釐清上述問題，
是認知廣學會在近代中國社會建構“閱讀共同體”的重要環節。 目前學界對《大同報》尚無專門研

究，僅在概述傳教士中文辦報活動時偶有提及，且存在訛說。④本文擬在梳理《大同報》歷史沿革的

基礎上，以《大同報》發行過程中建構官員互動關係網為切入點，考察清末民初傳教士如何以報為

介與官員進行互動，從而形成“制度化閱讀”。

一、“百國寶書”———《大同報》之歷史沿革

《大同報》是廣學會在華發行報刊的成功典範，被袁世凱讚譽為“百國寶書”⑤，段祺瑞更將其

媲美英國《泰晤士報》。 此報創辦，與近代上海報刊發行事業的繁榮緊密相關。 1900 年前後，上海

湧現出《女學報》、《上海青年》、《商務報》、《五洲彙報》、《中國白話報》等大批新報，中國女子教育

先驅呂碧城對此評論：“毋論其內容如何，即表面觀之，亦勃然燦然，一文明之現象矣。”⑥新式報刊

的創辦給廣學會帶來巨大壓力，畢竟它一直倡導西方文學應在中國謀得一席之地。 當時，廣學會主

推的《萬國公報》、《中西教會報》均為月刊，周期長，無法及時傳遞最新訊息，難與滬上其它報紙競

爭。 廣學會要在出版業並驅爭先，勢必要創辦新的報刊。
1904 年 2 月，廣學會正式發行周刊《大同報》 （ The Chinese Weekly ），由英國傳教士高葆真

（William Arthur Cornaby）擔任主編。 此報以“交換智識，輸入文明”為宗旨，提倡“大同”旨在敦促

各國“化其偏見，泯其仇視，地無分歐亞，人無分黃白，而一歸之於大同之中”⑦。 此報定位與《萬國

公報》一致，聚焦於中國的菁英階層：“幫助中國的統治者、文人和思想家，使他們善用世界上最好

的思想來思考、行動。”⑧在內容編排上，《大同報》設有論著、社說、中外大事記、智叢、譯文雜纂等版

塊，尤為注重時事報道。 加拿大傳教士季理斐（Donald MacGillivray）對此評論道：“公報重論說，大
同報重紀事，如左右驂焉。”⑨

1907 年，《大同報》實施改良。 時任主編莫安仁（Evan Morgan）重申辦報宗旨：“一曰輔新政；
一曰匡教育；一曰培人格。”⑩可見，此報影響中國政治人物的意圖清晰，故其受眾很具針對性，“發
行量每周 3,500 份，其中 2,000 多份向各級高級官員發放。”􀃊􀁉􀁓經改良，《大同報》每冊篇幅約 38 頁，
欄目調整為圖畫、論著、譯述、諭旨、新聞等版塊。 其中，譯述版塊又涵蓋憲政、財政、學政、農政、路
礦、衛生、天文等內容，欲將西方最新知識傳入中國。 山西巡撫恩壽將《大同報》的改良廣告進行展

閱宣傳，並就改版內容評價道：“自法政、教育及農商、工藝，靡不分門別類，推陳出新，為報界中放

一大光彩，字林朝日，不得專美於前矣。”􀃊􀁉􀁔學部尚書榮慶稱：“大報採擷宏富，又經改良，必當為社會

所歡迎固無俟。”􀃊􀁉􀁕《字林西報》亦對此報給予肯定：“訂購半年份《大同報》，將是送給中國文人的最

好禮物。”􀃊􀁉􀁖此後，《大同報》一度傳頌於中國各級官吏，暢銷海內外。
民國成立後，一大批支持廣學會的清朝官員在政權更迭中被替代，加之中國本土出版機構肩負

起引介西學的重任，《大同報》的社會影響力有所下降。 不過，廣學會人士之反應相當平靜：“這並

不奇怪，它以前受官員照拂，他們的不安影響了我們的發行。 我們仍將前行，並有理由相信，儘管事

態發生了錯位，但該報因向內地民眾傳播新聞行之有效，已被通曉。”􀃊􀁉􀁗媒介對社會的報道並非鏡式

反映，而是主動參與建構，廣學會深諳此道。 為提升銷量，1913 年，時任主編季理斐立足於中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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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實需求，着手《大同報》內容改良，除遵循常例撰寫文章外，就道德、民主、教育、農學、衛生、科普

等主題進行組稿。 同時，在維繫原價的基礎上，每周增加 20 頁篇幅以增強報刊的競爭力。
1915 年 1 月，《大同報》再次進行改良，由周刊改為月刊，並更名為《大同月報》。 在欄目設置

上，月報分為圖畫、論著、記錄、譯述、雜纂五大版塊，較從前增加了哲學、傳記的比重。 不過，月報銷

售不佳，入不敷出。 據 1916 年廣學會年度報告記載：該報年收入 910.14 美元，年支出 1,052.05 美

元，共計虧損 141.91 美元。􀃊􀁉􀁘季理斐認為，月報虧損的重要原因在於“不能在文章中添加地址，無法

與詢問者通信”，􀃊􀁉􀁙導致讀者無法向月報提供定向資助。 為此，季理斐主張大同報社既要提高文章

質量，同時要重視開闢各種社會聯絡渠道。 然而，這些舉措收效甚微，《大同報》於 1917 年停刊，共
發行 575 期。 它的停刊，宣告廣學會基本退出了宣傳政治改革的前沿，正如陳喆所言：“在中國歷

史上一個傳教士出入王侯將相之宅，活躍於政界，呼風喚雨，為華人師的時代結束了。”􀃊􀁉􀁚

《大同報》停刊是多方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。 除卻虧損嚴重，廣學會還總結出如下原因：（1）時
局不穩，銷售渠道阻塞。 1917 年的張勳復辟及護法運動，使廣學會報業頗受影響：“本會新聞局非

但沒有興旺，甚至一度暫停，特別基金也已用盡。 它在政治或一般主題上穿插基督教話題，大都遭

到拒絕，很難被世俗報刊轉載”；（2）戰爭當前，紙張供應不足；（3）外匯交易反復無常，廣學會接收

的西國資助大幅貶值，無力承擔印刷成本。􀃊􀁉􀁛實際上，《大同報》停刊的真正緣由是中國社會發生變

革。 袁世凱的離世及國家政權的更迭使《大同報》失去了舊交官員們的鼎力支持，市場份額大幅縮

減。 與此同時，1914 年爆發的歐戰表明西方政體並非完美無瑕，宣揚西方執政理念的《大同報》自
然乏人問津。 《大同報》停刊之後，曾有人籌劃復刊之事。 鑑於“紙張成本過高、工資增加影響到報

刊的印刷，且普通人生活成本大幅上漲，成品銷售受阻”，􀃊􀁊􀁒廣學會被迫擱置重辦《大同報》事宜。
《大同報》共計發行 14 年，運營周期不長，卻在清末民初中國社會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，亦在

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 這不僅出於該報內容豐富，取材立足於中國現實的

原因，更與它獨具一格的銷售模式密切相關。

二、晚清官員形象塑造、代銷報刊與“制度化閱讀”

《大同報》的目標受眾是中國官員群體，它的發行亦與官員的互動往來密切相關。 創刊之初，
主編高葆真在《北華捷報》表示：“現在每天及以後，免費報紙將被送到整個帝國所有主要官員的手

中。”􀃊􀁊􀁓此免費報紙，即為《大同報》。 廣學會多次在《申報》、《時報》、《新聞報》等報媒為《大同報》
做廣告宣傳，以增加知名度。 1905 年，《大同報》每周被全中國超過 60 位政要閱覽，被廣學會稱之

為“有益的力量”􀃊􀁊􀁔。 通過前期的宣傳與傳閱，《大同報》以贈閱的方式在中國官員中形成了一定的

知名度。 有此基礎，《大同報》開始以官員為互動群體，大刀闊斧地實行報紙革新。
晚清以降，許多社會權貴以報為介向大眾呈現肖像照，以此獲取媒體身份，進入到公共關注空

間。 1907 年，《大同報》實行改良，設置圖畫專欄，專門刊登中外達官貴人的肖像與題詞。 “大清國

慈禧皇太后陛下”、“大清國光緒皇帝陛下”的肖像載於首期圖畫專欄，充分抓住民眾的獵奇心理，
促進了報刊銷量。 官員們樂於選擇在《大同報》刊載，多緣於此報印刷品質較於它刊更為精良。 山

東布政使吳廷斌指出：“添列圖畫一門，吾華各報中雖常有此，然模糊不明，難令閱者心賞。 台端欲

為報界放大光明，必別有一番考校。 加惠中邦，良深欽佩。”􀃊􀁊􀁕為保障照片來源穩定，編者季理斐曾

向讀者發出請求：“現正作出特別努力，以確保定期供應中國公眾人物、公共建築、集會等插圖，我
將感謝您提供適當的照片。”􀃊􀁊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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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員以肖像刊載於《大同報》為榮，借此塑造報刊形象，抬升社會地位與聲望。 所謂官員報刊

形象，是指官員以報刊為媒介向公眾展現人物風采，期許獲得良好的媒體身份。 作為社會中建構現

實極具象徵的力量，大眾媒體享有公眾的高度信任。 因此，在社會變革時期，官員格外看重報刊的

信息傳遞效應，常藉由報刊與閱報者互動，以贏得民眾的擁護。 1907 年，山東布政使吳廷斌感言：
“今附入報中，傳之海內外，從此身價倍增，曷勝榮幸，官非司馬，容貌竟重於海疆，才遜潞公，聲名

亦播於絕域。”􀃊􀁊􀁗而《大同報》以闡新學、開民智為旨歸，也使得清廷官員頗為看好此報的發行前景。
浙江巡撫張曾敭於 1907 年登載肖像時，預言此報“定不脛而走，紙張貴洛陽。”􀃊􀁊􀁘

《大同報》不單刊登官員照片，還採取圖文結合的方式，附載官員來往信函。 在圖像與文字的

互釋中，展現人物的性格張力，增添形象的立體感。 所附信函往往是官員自述口吻，便於拉近官員

與讀者間的距離。 湖北提督夏毓秀在所附肖像後略述：“秀不過為華中武夫，又何足為海外旌揚，
服官雖四十餘年，轉戰數省，先後受槍炮刀矛面傷數十處，媿無韓范之功，尠有孫吳之略，時艱無補，
徒深愧歎。 今乃台端不棄，列入報前，殊覺榮幸。”􀃊􀁊􀁙寥寥數語，在讀者面前呈現了夏毓秀保衛祖國

英勇驍戰的形象，令民眾閱之動容。 再如浙江巡撫張曾敭：“本部院忝撫浙疆，眴經三載，蹉跎霜

鬢，顧影自憎，奈荷盛情，索取小照，慚無人倫儀表之資，難言圖書衣冠之選，惟既辱來書諄切，謹寄

上影片一紙，聊代晤面，用志深交。”􀃊􀁊􀁚張曾敭將自身相貌的衰老表徵，歸結於為黎民百姓的操持，以
此博取公眾的敬佩之心。 美國社會學家庫利（Charles Horton Cooley）曾言：“通過精神交流這個中

介物，通過語言這個載體，包括在最廣泛的詞語的意義上的書寫、印刷以及傳播思想的每一種方式，
這個過程的社會方面就發生了。”􀃊􀁊􀁛官員在報刊自述，是以語言為載體，與讀者進行精神交流，這令

民眾心目中的官員形象更加真實與生動，無形之中建構了兩者間的社會交往。
官員以報入像，運用名人效應吸引了閱報者的關注，官員的社會聲望提升，亦促使他們主動對

《大同報》進行傳播，生成新的廣告效力。 兩廣總督周馥稱：“《大同報》改良伊始於心學、新理，更多

發明，自能風行海內。”􀃊􀁋􀁒山西提學使錫嘏：“《大同報》組織完善，採錄精良，堪為牖啟華民之助，具
見熱誠、公益，欽佩莫名。”􀃊􀁋􀁓山西按察使丁寶銓稱此報是“宏才碩書”􀃊􀁋􀁔。 江蘇巡撫陳夔龍談閱報感

受：“前閱貴報綱羅，宏富海內風馳，茲復極意改良，通五洲政藝之郵，發萬物機緘之秘。 誠足補助

教育，啟發文明，引領宏規。”􀃊􀁋􀁕眾多地方大員的認可，引發廣學會愈加重視《大同報》的推介發行。
為打通官員的閱報空間，廣學會還實行官員代銷制，即委託中國各級官員訂購或代派報刊。

《大同報》編輯在致函中國官員索要肖像、題詞時，還向他們表達了代銷報刊的請求，這在近代傳教

士中文報刊史上可謂創舉。 地方官員為提升個人在省內的聲望，也樂於竭誠效勞。 1907 年 11 月，
工部尚書呂海寰點明各級官員接受代銷的緣由，一是受廣學會的委託請求，二是報刊質量頗佳，有
益於中國開通風氣：“承示《大同報》改良伊始，屬為函商各省按期代銷，既蒙諈諉之殷，敢辭提倡之

誼？ 況貴報取材豐富，洞合時宜，自應宇內風行，不脛而檢，交數十份以便廣為函布。”􀃊􀁋􀁖官員代銷報

刊，從制度上保障了《大同報》在地方上的發行。 同時，此報發行範圍越廣，“以報入像”的地方官員

在全國範圍內的知名度則越高。 代銷報刊可謂廣學會與中國官員的互惠之舉，兩者很快達成共識。
1907 年，廣學會致函山東布政使吳廷斌，希望山東官員代銷《大同報》。 吳廷斌回應稱，地方政

府已有代派官報的任務，再推銷傳教士報刊有一定的難度：“商各府州縣據回稱，均以近年派報太

多，報費難籌，請從末減。”不過，吳廷斌表示，代銷一事自當遵辦，“弟擬照此間派官報之例稍多，大
縣每處派三十份，中縣二十份，小縣十份，十府三直隸州各二份。 用副雅懷，以後再為設法推廣”。􀃊􀁋􀁗

兩周後，山東巡撫楊士驤在致廣學會的信函中提及：“貴報宗旨純正，議論明通，凡在東人均以先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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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快，已與吳方伯商准。 請每期寄下九百份以廣流傳”。􀃊􀁋􀁘可見，地方官员對《大同報》進入府縣一級

發行網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。
山東之外，其它省份官員也積極代銷《大同報》。 兩廣總督周馥在給廣學會的回函中稱，“請尊

處先寄一百份來，即自明年中曆正月為始，以後察看能否暢銷，再行增加”。􀃊􀁋􀁙山西巡撫恩壽對推廣

《大同報》表態，曰：“代銷自當力效綿薄，但敝省風氣萌芽伊始，為數過巨，轉恐遲滯，請先寄五百

份。 俾分各處購閱，如可推廣，即函請添寄新聞雜誌。”􀃊􀁋􀁚江西巡撫瑞良向李提摩太允諾：“貴報廣籌

銷路，該處亦樂為代銷，一面於接見僚屬時，示以貴報之精，審令向派報處按其訂購，以期漸推漸廣，
改良廣告已交派報處張貼門首，其派銷章程如何及應否先寄若干冊藉，備購報者詢閱之處，統祈酌

定，以期便捷”。􀃊􀁋􀁛按他指令，南昌總派報處在派銷官報之際，亦設法推廣《大同報》。 此後，瑞良又將

此報歸商派銷，交由南昌商學社派報處負責，以廣銷路。
即便是當時較為偏僻的西北與東北地區，當地官員也積極代銷《大同報》。 陝西巡撫曹鴻勳表

態：“已飭各屬自向貴會從多訂購，以廣傳閱。”􀃊􀁌􀁒吉林將軍達桂稱治地屬邊疆，州縣缺少，屬吏無多，
先代銷五十冊以作宣傳，並表示：“貴報既採擷宏福，論著淵博，吉省鄉紳當必聞風興起，爭先快睹，
不患不日益發達，隨時添購也。”􀃊􀁌􀁓此外，駐藏大臣張蔭棠要求廣學會向其定期郵寄《大同報》，計劃

照此例在拉薩開辦新報。􀃊􀁌􀁔在各省督撫的推廣之下，許多地方官員短時間內瞭解並訂閱《大同報》，
為廣學會培養府縣一級的地方性閱讀群體起到了促進作用。 當然，廣學會自知《大同報》在報刊林

立的上海並沒有競爭優勢，依託官員代銷制度才成功地打入內地市場：“由於上海本地日報供應充

足，這種級別的週刊在滬銷量有限，但它在內地的發行量似乎大於任何上海日報。”􀃊􀁌􀁕應當指出的

是，官員代銷也有難以推諉的成分。 前福建布政使連甲稱：“惟酌度閩省現今情形，若三四百份或

尚可代為分派，倘若遵示數目，則恐未能應命之。”􀃊􀁌􀁖

隨着官員代銷報刊的實行，《大同報》在全國範圍內廣為流布，其作為新聞紙與知識紙的價值

亦得到眾多官員的認可。 廣東水師提督李準讚歎：“大報持論名通，達古今之宜，調中西之說，誠足

以開通民智，鼓吹文明，良深欽佩。”􀃊􀁌􀁗上海縣令李超瓊承諾隨時向學界、商界廣推此報：“今承賜示

《大同報》一冊，發揮政學，蒐輯中西宗旨，既極平正，而又改良伊始，變新聞之舊例，為雜誌之成編，
體裁尤見精美。 諸君子撰譯盛心，實堪欽佩，宜其按期出版，海內風行。”􀃊􀁌􀁘官方推介對提高《大同

報》的銷量功不可沒，這直接體現在發行量上。 1906 年，《大同報》發行 78,000 冊，986,000 頁。􀃊􀁌􀁙到

1907 年，銷量翻倍，計發行 153,800 冊，5,804,800 頁。􀃊􀁌􀁚1908 年，《大同報》主編高葆真在給《字林西

報》編輯的信中提到，“《大同報》在中國官員之間變得非常流行，2,500 名官員讚許它”。􀃊􀁌􀁛某種程度

上講，《大同報》在晚清官員之間形成了“制度化閱讀”。
官員的訂報行為對地方民眾具有一定的引領效用。 1905 年，來自宜昌的八名士紳訂購了一年

《大同報》。 丹陽商會總董董影禪是此報的忠實讀者：“貴報自出版以來，早與友人合購一份。”􀃊􀁍􀁒

1908 年，戴士鐸、覺民甫特別撰文發表閱報感言：“其內容若憲政、財政、學政、路礦、衛生諸門，皆歐

美行之而卓著成效者，今為之一一介紹。 吾國如作書然，吾國人士得其稿而張皇之，何難一躍而相

與兢盛？”􀃊􀁍􀁓此外，許多僻居偏遠城鎮的傳教士也在傳閱此報。 廣學會曾收到某傳教士來信：“得益

於該報，我與當地的名門望族建立了友好關係。 我們翹首期盼《大同報》，當它包羅萬象的內容一

到，便如饑似渴地閱讀起來。”􀃊􀁍􀁔鄉下訂購《大同報》並非易事，需審慎考慮報價及郵費，因此一份

《大同報》常反復傳閱於鄉間讀者，直至磨損耗盡。 對此借閱現象，曾有傳教士評價：“此報的影響

程度遠超過其發行數量。”􀃊􀁍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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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同報》是近代傳教士在華創辦的第一份以官員肖像入報，並附載往來信函的綜合性周刊。
美國學者蓋姆森（William A. Gamson）指出，“任何話語主體若想參與故事建構，都首先要在媒體中

獲得‘出場’的機會”，􀃊􀁍􀁖《大同報》即為近代中國官員提供了展示風采的媒介平台。 通過“以像入

報”，此報聯絡的政要幾乎遍及晚清中國大多數省份。 官員經由此報塑造良好的報刊形象，提升了

社會聲望。 媒介作為權力話語的重要生產者，勢必影響到社會實踐的建構。 官員代銷制的實施，亦
將《大同報》的發行範圍推廣至各省、各府縣一級，在官員群體中形成“制度化閱讀”，客觀上亦推動

了近代中國官員對新式報刊的傳播。 《大同報》注重與官員關係網絡的建構，既是報業競爭激烈環

境下的策略選擇，也是為了貼近中國的上層菁英進而參與到中國的社會變革。

三、互動與促進：廣學會重構“閱讀共同體”

在創建“知識倉庫”初期，傳教士扮演了主力角色。 傳教士開展文字事工，旨在宣傳上帝福音，
但也為中國士人提供了追求“世界知識”的窗口。􀃊􀁍􀁗廣學會是傳教士創辦的出版機構，一直致力於以

報刊為媒介在中國官員、文人之間構建“閱讀共同體”，使其對“世界知識”“基督理念”產生一定的

閱讀認知。
贈閱是廣學會建構閱讀共同體的重要舉措。 這不僅體現在廣學會向各級官員免費贈送新刊，

也體現在過刊的處理方法。 季理斐經營報刊的心得是“不要積壓市場，要提高效率與質量”，􀃊􀁍􀁘印刷

出庫的報刊無論是售賣、代派、贈刊，亦或過刊郵寄，必須要物盡其用。 1906 年，《教務雜誌》刊登一

封季理斐寫給基督徒卡德威爾（J. E. Cardwell）的信件，提到廣學會處理舊刊的方法，讀者只需支付

郵費便可免費獲得：“廣學會準備免費提供《萬國公報》和《大同報》的舊刊。 這些報刊沉博絕麗，將
引導讀者更加全面地理解真理和進步的價值。 收貨人承擔所有郵資、運費和包裝費用。 訂購時請

發郵資 3 美元以支付費用，任何餘額都會退還給您。”􀃊􀁍􀁙贈閱不僅可以處理積存的舊刊，也可為讀者

節省訂閱費用。
廣學會主要通過郵寄的方式，將報刊送至各地讀者手中。 《大同報》全年訂購 3 美元，每份 8

分，含郵費在內。 廣學會之所以能廉價郵寄報刊，與海關總稅務司兼廣學會首任董事長赫德

（Robert Hart）有關：“他服務建設的帝國郵政，可與歐洲所有國家/地區的郵政系統相提並論，因為

從中受益的人數約等於整個歐洲的人數。”􀃊􀁍􀁚在赫德的主持下，上海郵政系統迅速拓展。 “1901 年，
176 家郵局；1907 年，2,803 家；1908 年，3,493 家”􀃊􀁍􀁛。 到 1911 年，廣學會宣稱：“中國所有省份超過

1,000 名主要士紳的地址已被知悉，得益於郵政體系的廣泛，現有可能經由寄報接觸到這些聲名遠

揚的人物。”􀃊􀁎􀁒廣學會曾將包含《大同報》在內的出版物分別寄給 8 位總督和 18 位巡撫。 一位巡撫

答覆稱，他已將廣學會的書報推薦給本省提督學政，命其擇選適宜大學堂的讀物。 另一位巡撫回

應，擬於省博物苑放置廣學會書籍，方便往來遊客閱讀。􀃊􀁎􀁓

1911 年，廣學會再次重申《大同報》以中國官員為服務對象，“在一切民族運動中幫助和指導中

國人，使他們走向更豐富和更自由的生活。”􀃊􀁎􀁔辛亥革命之後，曾與廣學會交好的清朝官吏多在政權

更迭中被民國政要取代。 失去官員庇護的《大同報》發展勢力迅速萎縮。 這在發行量上可窺見一

斑：1911 年，《大同報》發行 119,630 冊􀃊􀁎􀁕，而到 1912 年則銳減一半，發行 50,000 冊。 這很大程度緣

於晚清實行的官員代銷制在新政權下難以為繼：“四川總督和山東巡撫今年沒有續購大噸位的訂

單，這大大減少了流通。”􀃊􀁎􀁖

1913 年 6 月，季理斐接任《大同報》主編。 此時，該報運營狀況並不樂觀。 季理斐致函加拿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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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傳教委員會主席麥凱（Robert Peter Mackay）时提及：“受革命影響，我們的訂單大幅減少，我希

望重燃社會對這份報刊的興趣。 儘管報界競爭激烈，但《大同報》理應繼續得到傳教機構的支持，
因為它佔有自己的定位群體。 今天的趨勢是，報刊幾乎完全在傳播中國人的最新思想，西方思想則

日益被排擠。 我們知道，中國人終將涵蓋整個報刊領域，但假若傳教士不再引介西學，將對中國造

成不可挽回的損失，而這份報刊則是直接的傳教平台。”􀃊􀁎􀁗在季理斐看來，《大同報》應繼續擔負起向

中國官員引介西學的責任，否則傳教士將喪失知識中介的地位。
為維繫《大同報》的社會影響力，廣學會探索新的路徑來建構閱讀共同體。 其中，轉載贈刊的

方式極大促進了廣學會與中國其它報社間的互通。 所謂“轉載贈刊”，指其它報社轉載《大同報》的
登文，即可獲贈報刊。 報社轉載文章對大同報社而言，可謂屢見不鮮。 早在創刊的 1904 年，時任主

編高葆真刊於此報的文章已被多個報社主動轉載：“有些被本地報紙轉載，有些被香港報紙轉載，
還有些被日本報紙轉載。”􀃊􀁎􀁘晚清時期，頗負盛名的《四川官話》大量轉載《大同報》文章，尤以外國

新聞，如寬待屬國、皇后外交、屬地海防等，以期開通風氣，啟迪民智。 此外，《萬國公報》、《秦中官

報》、《四川教育官報》、《預備立憲公會報》亦時常從《大同報》轉載最新教育、農學、理財的文章。
民國建立之後，《大同報》官派份額減少，廣學會更加重視其它報社的轉載數量。 1913 年，廣學

會特立“新聞局”，由季理斐主持，負責聯絡中國各地報社，鼓勵其轉載報刊登文。 此後，季理斐主

動寄文至各地報社：“自擔任編輯以來，我一直在重印《大同報》的主要文章，將它們發送給中國各

地約 20 家報社。 收到了最令人滿意的答覆，許多報刊都全文轉載。 通過這種方式，我們的讀者人

數大大增加。”􀃊􀁎􀁙據廣學會統計，《大同報》在 1913 年 4 月至 5 月共發表 22 篇文章：“我們共追蹤到

68 篇重印本，這還不包括香港出版的基督教日報或各種引用過文章的宣教材料。”􀃊􀁎􀁚可見，轉載贈刊

策略效果良好，甚至一些傳播福音的文章也被頻繁重印，《大同報》成為閱報者均享的共同知識

文本。
1914 年，廣學會新聞局每月固定兩次向全國各大報社郵寄《大同報》的文章，“希望它們能被轉

載，以便對中國人至關重要的話題形成輿論”。􀃊􀁎􀁛由此，大量以基督教觀點寫成的世俗文章在全國散

播開來，《大同報》被廣泛推廣：“今年以來，新聞局編寫的數十篇文章被定期發送給多達 100 家中

文報紙，許多報社為迎合讀者利益而樂於轉載。 在 1912 年之前，編輯原以引用這些材料為恥，但現

在，他們的立場完全改變，樂與我們開展合作。”􀃊􀁏􀁒其中，《旱地種麥法》被《農林公報》轉載，􀃊􀁏􀁓即便在

《大同報》停刊後，《農業淺說》仍在轉載此文。􀃊􀁏􀁔《大同報》的轉載贈刊策略非常成功，重新贏得上層

社會的關注，季理斐坦言：“我們接觸到許多迄今未通過普通手段接觸到的官員。”􀃊􀁏􀁕此時，報紙的轉

載量已不單關乎報社收入，也是其展現媒介社會價值的重要憑證。
鑑於《大同報》的社會影響力提升，廣學會試圖再次與民國官員建立互動關係網。 廣學會從未

放棄在中國走上層階層的路線，因為“改變了達官貴人，其餘的就會像綿羊一樣跟着走”。􀃊􀁏􀁖 1914

年，適逢《大同報》創刊十周年紀念。 廣學會利用慶典契機，聯絡社會權貴，將此報的社會聲望推到

鼎盛。 主編季理斐向政府要員特約賀詞，官員欣然應允。 時任大總統袁世凱稱《大同報》“功在無

形，絕代輶軒，屬辭比事，百國寶書，窮微抉秘，視人猶己，務開民智，四海昆弟比物”􀃊􀁏􀁗；副總統黎元

洪在賀詞中對《大同報》所做貢獻給予肯定，“宏編鉅制，炳炳煌煌，世界政聞，儒先哲理，捆載而來，
惠我學子。”􀃊􀁏􀁘陸軍總長段祺瑞認為該報可與英國《泰晤士報》相媲美，“其價值超出各種新聞之

上。”􀃊􀁏􀁙國務總理熊希齡則以華麗辭藻撰寫賀詞如下：
物競叢叢，大同是趨，疇拖厥緒，疇握厥樞，猗玆鴻搆，煒曜寰區，絣辭星炳，異義葩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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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導群萌共開，元模文化，既振萬象，昭甦上列典要，皋牢黃虞旁蒐藝林荊璧珠，歐美盛軌，
咸有徑途，更擷菁英，是灌是輸，惟斯宏願，永永不渝，高山景行，告我士夫。􀃊􀁏􀁚

外交總長孫寶琦先是稱讚《大同報》十年間在傳播西學上的成就：“迪我黔黎，祟論之功，有功弗居，
聞乃益隆，寰宇同風，此其嚆矢，祝大同報，千載萬禩”，又表達對主編季理斐的敬意：“博士初基，公
實大之，有如霹靂抉陰，蕩霾擢自，幽谷躋於春台，又如大河汨汨柬注，洶湧淜湃，滌蕩積汙。”􀃊􀁏􀁛此

外，司法總長梁啟超也應邀致賀詞，這無不昭顯《大同報》影響之大。 實際上，媒介慶典是一種文化

傳播儀式，參與社會實踐的建構。 美國學者凱瑞（James W. Carey）指出，“在儀式觀中，傳播的本質

在於以一種團體或共同的身份把人們吸引到一起的神聖典禮。”􀃊􀁐􀁒促使中國政要齊聚《大同報》十周

年慶典，正是基於他們“閱報者”的共同身份，這與《大同報》一直以來推行的官員代銷制、官員報刊

形象營銷息息相關。 某種程度上講，閱讀世界反映了權力的展演與抗爭，互動網絡建構的前提是群

體間存在共贏的利益。
正是通過以上各種發行策略，《大同報》作為傳教士創辦的中文報刊，方能得到清末民初中國

官員的多方支持，在中國超過一半省份廣為流布。 藉由此報，廣學會在華建構起菁英互動關係網，
促進了中國官員與傳教士之間的交流。 季理斐興奮地感嘆，“領導一億人的官員在我們面前謙遜

得如學生一般”。 可見，近代中國報刊不單是傳遞信息的載體，亦參與到文化生成的社會互動過

程。 不僅如此，《大同報》的發行範圍遠超中國大陸，“來自澳大利亞、婆羅洲、巴西、英屬圭亞那、緬
甸、加拿大、台灣、日本、爪哇、韓國、馬來亞、新西蘭、檳城、夏威夷群島、新加坡、德蘭士瓦和美國幾

個城市均發來訂單”􀃊􀁐􀁓。
毋庸諱言，《大同報》為拉攏權貴，存在過度恭維中國政府官員的現象，遭到社會人士的指責。

季理斐曾撰文《論袁黎正副二總統之新喻言》，指出“中國由專制而共和，論首功當推袁黎正副二總

統”􀃊􀁐􀁔。 廣學會編輯杭海批判道：“廣學會繼任總理季理斐博士，竟有一度在本會出版之《大同月

刊》中，附和袁賊論政之語，可為廣學會出報之惟奇恥大辱焉。”􀃊􀁐􀁕且《大同報》在傳播西學知識時，
字裡行間夾帶基督教義的宣傳，這導致廣學會建構的知識倉庫宗教色彩過於濃重。

餘　 論

媒介與社會之間並非簡單的鏡像呈現，而是存在着動態的互建關聯。 近代以報刊為主的大眾

媒介在文本敘事中對個體進行身份定位，由此嵌入社會權力機制，成為各種社會關係的中介，這在

《大同報》的發行過程中可窺見一二。 清末民初，廣學會創辦《大同報》以維繫“華人之師”的地位，
並借此平台與中國官員構建了彼此成就的互動關係網。 廣學會是互動網絡的倡導者，這也呼應了

李提摩太素來推行的“上層人路線”。 晚清以降，廣學會委託中國各級官員在轄內代銷《大同報》。
在官員的推介下，《大同報》方能在府縣一級得以推廣，形成幾乎輻射全國的銷售網絡。 鑑於“傳播

訊息的生產交換過程不可避免地要依賴於組織和制度性結構”，􀃊􀁐􀁖媒介從業者積極在意義維度上尋

求與媒介使用者的互惠認同。 中國官員群體既是廣學會發行報刊的目標受眾，也是互動網絡的建

構者。 中國官員一面從《大同報》汲取最新西學知識，一面接受廣學會“以報入像”的營銷策略，以
《大同報》為平台樹立良好的公眾形象來抬升社會地位。 出於互利共贏的利益驅動，中國官員群體

與廣學會在推廣《大同報》的目標上達成共識。 一言以蔽之，西學的知識空間與群體間的利益牽連

帶動了文化市場的生意經。
媒介與社會互為構建，考察媒介的傳播效力須將其置於所處的社會結構及權力運作之中。 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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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大學者哈羅德·英尼斯（Harold Innis）認為政治結構的相對穩定取決於社會中傳播媒介的平衡

和比例，實際上，媒介的持續運營也依賴於政治權力機制的穩定。 辛亥革命的爆發，導致廣學會與

晚清官員已經建立的互動關係中斷，《大同報》的發行陷入困境。 民國新立，廣學會採取多渠道提

升《大同報》的社會關注度，冀圖與新政權官員建立互動關係網。 整體來看，《大同報》與中國官員

群體間的互動是一場知識與權力的互惠合作。 不過，士人往往博覽群書來擴展西學閱讀空間，不會

只將目光集中於一份報刊之上。 中國本土出版機構興盛，承擔起構建中國知識倉庫的重任。 在此

情形之下，廣學會與中國官員之間的互動利益失衡，《大同報》難逃停刊命運。 這也為當今出版行

業提供了一定的啟迪。 出版機構在社會變革之中，只有牢固把握定位群體的利益需求，挖掘自身的

出版特色，才能在文化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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